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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与秩序:对工读学校教育现状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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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工读教育( 2007)”普查数据和 2012 年对部分工读学
校的个案调查，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工读教育的场域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主流社会构建了工读学校的
社会地位，使其在城市空间中处于被排斥的位置。工读学校内的教育秩序通过学习和生活的空间来呈
现，教育秩序是“师生关系”博弈的结果，而由此构成的全新秩序使得工读学生有自我发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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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缘起与理论回顾

目前全国共有工读学校 76 所，学生 1 万余名，分布在全国 21 个省市。工读学生是指存在学习障
碍、心理和行为偏差，有一定不良行为的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龄青少年①。他们在教育实践中遭受到
各种社会偏见和排斥、在普通教育体系中处于不平等和被忽视境地，是普通教育序列的弱势群体。本
文将通过对工读学生教育空间的深度考察，探索其在城市社会空间中的社会位置，分析教育者和工读

学生在教育空间中的互动关系，指出工读学生个人发展的可能性。

对空间的研究，国内外学者曾做过不同形式的探讨。经典社会学理论大师涂尔干、齐美尔、戈夫曼
等人的思想中都渗透了空间理论的构想，认为空间不仅局限于客观、可供丈量的地理位置，而且蕴含了
空间化的抽象元素，而这些元素是通过社会实践与互动产生，贯穿于人的行为。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
后，空间研究开始进入西方主流社会学的核心领域，尤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为代表，该著作阐释
了空间的社会性以及空间所蕴含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空间与时代、社会、生产模式等要素相结合产生的
特殊性②。后现代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福柯将研究视角集中于现代空间中的权力-知识与身体和主体
性的关系上，并认为这一关系对于社会关系和统治阶级具有特殊意义，这无疑为我们研究学校、监狱等
具有规训性质的空间提供了理论支持③。国内学者通过介绍和回顾空间理论的发展脉络，研究了城市
社会空间布局中的社会公平与社会公正问题④，农民工在城市空间的社会融入问题⑤，以及第三空间对

不同青少年群体的自我建构的影响问题⑥⑦。这些都为空间理论的实践意义打下基础。从以往经验研
究来看，学校更多的被关注于内部的教学质量、教学规则、师生关系、教育理念等，而很少被作为一个空
间的载体进行探讨。空间理论拓宽了我们对学校这类有形场所的研究思路。本文在研究工读学校的
教育中，结合了其实际的地理坐标位置与在此基础之上承载的社会关系和教育秩序等因素，以期更深

刻的认识工读教育，并做出合理评价。

二 学校坐标:空间建构之边缘

工读学校作为普通教育序列的一个环节，不仅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常被边缘化，成为教育界中“失
语”一族，而且在地理空间上，也被推向边缘。本文试着从决定工读学校在城市中空间建构的因素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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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空间布局的功能及意义进行讨论。

从工读学校在城市的空间位置分析，大多数工读学校都被安排在城市外围，全国普查数据显示，大

多数工读学校位置处于城市郊区，距离市区最远的约为 40 公里，平均距离市区 14． 2 公里，三分之一的
学校距离市区超过 15 公里。48． 2%的学生反映“学校离市区太远”。以北京市为例，除了一所工读学
校在三环以内的城区，其他的几乎都在五环周边，有的甚至接近六环边缘( 见图) 。有学者根据《北京市
统计年鉴》分析估测，北京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 GDP 和人均收入均呈现南低北高的趋势，即北城( 东
城、西城、朝阳、海淀) 地区经济水平明显高于南城( 宣武、崇文、丰台、石景山) 地区，如果这种经济不平
衡性持续发展，南北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将高达 10 年以上⑧。这种南北巨大差异的局面在奥运经济的拉
动下，有所改观，由过去的南低北高的经济差异格局逐步转变为中心高周边低的空间分布格局⑨。

北京市工读学校分布图( 2012)

通过工读学校的分布图不难看出，以南-北划分，6 所学校中 4 所在南城，而这 4 所中，真正属于城
八区的仅有 1 所; 以中心-边缘划分，6 所学校中仅有 1 所在中心，其他均在五环以外的边缘。空间方位
坐标直接决定了学校地理范畴以及隶属区县。由此判断，工读学校所在区县大多数为“南城”和“边
缘”两类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交叉地带。然而，形成当前的区位布局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北京市东城
工读学校和西城工读学校办学初期位于市中心，从学校的名字即可判断，分别隶属于东城区和西城区。

随着城市发展以及工读学校的持续“被污名化”，使得这些学校出现招生难和办学难困境。再加上北京
城市中心地皮价格连番走高，迁址成了这些学校无奈的选择。东城和西城两所工读学校分别迁到了北
京远郊区的顺义区和大兴区。表面上看学校的地域扩大了，有了更好的硬件条件，实际上，代表学校软
实力的优质资源逐步流失，一些教学和管理经验丰富的老师，由于学校太过偏远，纷纷选择离职。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与学校能够得到的资金和其他社会资源密切相关。普查数据显示，一多半的工读学校没
有达到当地普通初中所具备的硬件条件，财政拨付经费在经济发达区域较为充足，在经济欠发达区域

则捉襟见肘，不得不依靠学校自身创收，比如房屋出租、基地活动收费、培训、校办企业、职业高中等途
径获取资金以补充义务教育阶段开支⑩。
空间的布局往往有其特定的功能和意义。工读学校从城中心搬迁到城市郊区意味着它的功能已

经没有那么重要，对于其固有的教育意义日渐淡漠。我们很少见到重点中学搬迁，这些核心教育机构
往往只是扩建，开办分校，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我们可以将工读学校的搬迁看成是政府行动者与边
缘群体的博弈过程。政府行动者的权力构成了工读学校在空间中的社会地位，显然它的地位大大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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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重点中学。我们可以看到媒体报道中重点中学光鲜耀眼的光环，取得的累累硕果，而鲜见有人提
起工读学校，工读学校往往是和“违法”、“犯罪”、“不良”等不光彩的字眼挂钩，成为被家长和社会避而
远之的“禁区”。普查数据显示，有 43． 2%的学生表示“毕业后不会告诉别人自己曾在工读学校学习”。

不同群体之间的博弈构建了城市空间的阶层化布局，对工读学校而言，通过这种“空间的定位”，政府行
动者们实现了空间分布的“合理化”，也构建了工读学校的边缘社会地位。无形中，地理空间布局决定
了工读学校命运，它们存在但处于边缘，它们是教育机构但被忽视和排斥。

三 校内秩序:空间社会性的形成

空间的社会性，是指受到社会因素影响的物质空间，也被称之为社会空间，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

质空间或地理空间，它被赋予了较多社会关系的含义，因而更多表现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可以说，

社会空间是以物质空间、地理空间为载体，承载了社会关系、社会要素、社会含义瑏瑡。

工读学校作为教育教学机构，不仅有与其他普通中学不同的校园空间，也形成了其自身特有的社

会关系、社会秩序与行为规范，并对生活于其中的人产生着显性或隐性的控制与影响。以下，本文将以
笔者调查的某工读学校( 简称“M校”) 作为案例具体阐述。

M校位于上海城市南郊一个工业区内。校园主楼是一个五层小楼，楼下两层被区里财政部门
占用，实际使用的只有三层。校园外不远是高铁轨道，上课时频繁行使的高铁轰鸣声不时传来，因
此窗户经常是密闭的。附近有一些杂货店和街面房，所在地旁边的居民大多数是本地老居民。

进入 M校，门口就是主楼，通过正门上楼，到二层后需要穿行到楼体外的旋梯才能进入工读学
校的区域。楼内也有楼梯和电梯，通向主楼后门，外单位人员或者需要搬运货物时才使用，并且这
里的楼梯和楼内的大厅之间有铁门隔开，平时禁止学生穿行。

工读学校虽然人数不多，但个个难于管理，政教主任和班主任们是学校中维系正常秩序的主
要力量，学生们惧怕他们的威严。但对于普通的任课教师，这些学生并没有畏惧感，相反老师为了
使他们能够保持正常的上课秩序，会想尽各种可行的办法。比如，英语课的女教师在学生回答完
问题时会奖励他们棒棒糖在课堂食用。

除此之外，这所学校还有一个特殊的教师群体———社工老师，这些社工老师没有教学任务，属
于政府购买的社会服务力量，配合学校平时的教学工作，对每个学生的心理状态、行为习惯详细记
录，参与学生谈心、家访等工作，并对有特殊需求和特殊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同时他们还会在校
内开展学生团体社会工作以及组织学生参与校外的外展活动。学生对于他们的态度也不同于其
他教师。课间或者放学后，经常有学生到社工老师的办公室聊天，从语言中能感觉到来这里的学
生很放松，并且很信任社工老师。

首先，学校的地理坐标显示，它的外部环境并不优越，高铁噪音时时相伴，教学区域被部分侵占，校

园被工业区和老居民区环绕。空间的位置决定了个体地位，空间不是几何学与传统地理学的自然概
念，而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再生产的过程，是一个具有生成性的、社会秩序实践性的建构过程; 它
具有行动能力的活的实践瑏瑢。工读学生大多是从普通中学转来的，他们在来之前会产生排斥心理，拒绝
进入工读学校。在他们看来，进入工读学校，自己的名声即被败坏了，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主
流群体的话语构成了工读学生在教育空间中的社会地位，在这个空间中，是有等级次第的。犹如城市
建筑的分布一样，不同阶层和群体在空间上被划分，表达了一定的权力关系和社会身份。对工读学生
而言，学校“名声不好”意味着被主流群体排斥，一旦被嵌入到这个被排斥的空间，便形成了与主体空间
的隔离，形成“他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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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工读学校的行为主体看，主要有三种行动者，即“工读学生”、“老师”、“社工”，各行动主体
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所呈现的一致行动能力是构成教育秩序的基础。其中“老师”、“社工”都处于教
育者的位置，“工读学生”是唯一的被教育者。在这个由三类行动者构成的行动空间中，每类人群都遵
循自己的规则，因为他们在同一个空间占据了三种不同的位置，也就是说在这所学校中有不同的地位，

同时三类行动者两两也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关系。教师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因为他们是教学秩序的掌控
者。社工是这两年才进入学校的，他们由政府出资，委派到学校工作，协助学校为有特殊需求瑏瑣的学生
服务。社工与班主任关系融洽，因为他们需要了解每一个学生的情况; 同时，学生很信任他们，常常来
办公室和他们说说心里话，或者发泄一下自己的不满情绪。用学校老师的话说“这些孩子们精着呢，因
为他们知道社工不是本校老师，和他们说说无妨，不会影响自己。学校同样有心理老师也有心理咨询
室，但是很少见学生过去。”在这个空间内，社工的出现作为制度的安排，与各方面的关系都处理的游刃
有余。他们和教师之间没有竞争关系，没有权利关系，没有上下级关系。他们和学生之间没有管理和
被管理的关系。由于社工对于这个教学空间的其他人没有形成等级关系，因此起到调节关系、促成空
间力量平衡的作用。

第三，在工读学校环境中，教师的权威性认同降低。工读学校的秩序通过学习和生活的空间来表
达，秩序呈现的更多是教育者单方面的，一厢情愿的投入，很多老师在叙述教学秩序时常说，“每堂课花
费最多时间和精力的是维持课堂纪律”，在大多数的教学空间中，老师和学生是在博弈，学校的秩序是
教育者与工读学生博弈的结果。因此出现老师用“棒棒糖”的引诱换取安静教学秩序的现象，这在普通
学校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工读学校这一教学空间有其特殊的社会性，教学在这里并不是主要任务，升
学率、重点率不是这类学校的终极目标。家长将孩子送到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高分的成绩，而是为了
让孩子改正不良行为。普通学校中教与学的关系在工读学校这个空间发生异化，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
系带有更多“协商”成分。教师对教育内容的安排与学生各自喜好之间的相互博弈构成了工读学校空
间独特的教育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对工读学生的教育只能是一种底线式的标准，而其能否真正满足
工读学生的教育需要值得我们共同思考。

四 自我发展:空间转换的可能结果

为了适应工读学生的特殊性，工读学校除了使用教委统一的教材，还自己开发一些校本教材，比如

科技课、航模课等。这为一些学生的特长发展提供了条件。在笔者的调查中遇到了一位在读的初三学
生，他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在初二时来到 M 校，因为在原校和老师吵架，他们( 父母) 就把我转到这儿了。我今年中
考，想考个职中，因为我在全市航模赛上得奖了，算是特长吧，感觉有点希望，但是文化课还得好好
补补，现在的差距和我理想的学校差很多呢。( 在以前的学校是否参加过航模赛? ) 我的学习成绩
不好，在以前的学校，我根本没有机会进入航模小组。到了 M 校，我的兴趣爱好得到了发挥，我非
常开心，我已经得过三次奖了，一次市里的，两次区里的，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这在以前我想都不
敢想。我们班像我这样的同学还有三四名，都在航模赛上得了奖，学校也很重视这块，有老师给我
们辅导。

学校的教育空间实际上具有若干的权力关系，不同的学校空间具有不同的权力结构。在普通学
校，学习成绩、人际关系都是学生排位的影响因素。普查数据显示，工读学生在原校的学习成绩较差，
65． 4%的人为中下等和跟不上班。而且人际关系紧张，77． 5%的人感到不愉快，63． 9%的人不被班主
任老师认可，这些因素最终形成学生群体内部的高低排序，使得这部分学生在排序中处于末位。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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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社工在对入校学生进行心理评估时发现，几乎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焦虑，而这种焦虑

感至少要经过一个学期才能缓解。

从普通学校到工读学校，在教育空间转换的同时，学生与社会的距离、与学校、教师、同伴的固有关
系被打破，因为工读学校特殊的空间形成了特定的地方感，并由此会产生新的比较一致的惯习瑏瑤。在这
里生活一年以上的学生在毕业测评时对工读学校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调查显示，40． 1%的人认为这里
的教学质量比过去的学校好，75． 2%的人认为学校管理比过去学校好，72． 8%的认为老师责任心比过
去学校好，41． 5%的人认为课余活动比过去学校好，七成以上的人认为这里的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心
理健康教育都比过去学校好。可见，这种教育空间的转换为学生的自我发展带来一定契机，在这个空
间中，能够参赛获奖，“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工读学生获得一种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重新获得信心。

五 结论与思考

对于工读教育，尽管社会上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但是这一特殊教育环节在普通教育序列中是不可

或缺的。对于所有进入工读学校的学生而言，他们与普通学校学生并无二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
思想逐渐成熟，升学、就业、甚至养家糊口都是他们思考过的问题。然而现实社会环境产生的问题让我
们不得不深刻反思:

第一，无论在地理空间上还是在教育机构序列中，工读学校均被边缘化，工读学生成为被主流社会

排斥的群体。工读学校标签化现象严重，调查中接触的学生表示不愿意参与父母的聚会，怕被问起在
哪个学校读书，会给父母丢脸。进入工读学校的学生家长，但凡有渠道的都会将孩子转走，尽量不在工
读学校就学。社会刻板印象造成工读学生不能被公平对待的社会现实，社会给予工读生生存的“空间”

过于狭窄，尽管实行了学籍保留在原校的政策，但学生依然对“被工读”心有余悸。工读学生对自我身
份的判断影响他们对主流社会群体态度的认知和判断，在与现实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如何认识工读学

生的身份将会影响到他们的情感和行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永远在挑战既有的概念和框架，

群体身份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更长远的发展过程中，教育多元化的意识将努力实现各种身份的协调和
重构。因此，观察和思考工读学校和工读学生的生存困境，对相关制度设计有一定启发。

第二，工读教育已经超越了底线式教育，将教育目标拓展到心理和行为有偏差的教育对象中。工
读教育是在预防和矫治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工读学校曾一度被评价为“预防青少
年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时代变迁、社会发展，这种底线式的教育标准是否依然适用? 工读教育
体系内各学校分化明显，有的办学向普校靠拢，有的向集团化方向发展，有的依然坚守工读教育的原本

内涵。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校的发展目标、管理方式、教育模式以及预期所能获得的社会认可度。

工读学校必然不能和普通学校走平行发展的路线，它的存在填补了教育结构中的空白。根据部分工读
学校的办学经验，工读教育是把教育资源有指向性地分配给受教育弱势群体的一种教育形式，使受教

育弱势群体经过工读学校的小班化教学与个别辅导相结合的帮转扶持和教育保护，逐渐变得强大起

来，最后回归到主流群体之中瑏瑥。工读学校的身份是在社会制度设计中的有组织的规训的空间，不同的
社会身份履行不同的社会功能。长期以来，由于工读学校发展的政策不明朗，各学校社会身份的复杂
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其定位的参差不齐。这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工读学校发展不一的局面，有的成为
教育集团，有的甚至招不到学生。而这种目标导向的差异性则决定了工读学校的发展策略以及在地方
教育系统中的地位。真正实现工读学校的教育显功能，从失语到有话语权，从边缘到主流，从隔离到融
入，如何改革是需要教育管理部门和教育实践者更多思考的问题。

第三，工读教育的兴衰成败反映了社会权力与利益的博弈。无论从城市空间布局还是工读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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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坐标，都反映出城市空间秩序的规划。工读学校的每一次搬迁都结合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
多元化的元素，是对新的权力和社会关系的解释。如何在一个多样可变的空间中给出一种排列，将空
间中的所有元素组合起来，让每个元素都能被合理安排，而不是以排斥的方式定位工读教育的“空间”，

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在工读教育内部呈现的教育秩序是对特定规训空间中社会关系的反映。实现
教育秩序需要多方面的人力，人力增多会改变空间意义中各影响因素的权重，才会更全面考量秩序的

形成。专业的社会工作者的加入是个有益的尝试，他们扮演了润滑剂的角色，不仅协调学校、家庭、学
生三方的利益关系，同时成为工读学生的心理安全阀。社工能够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思考什么样的教育
方式更适合工读学生，这是与传统工读学校教育模式最大的不同，也是有意义的和可行的。工读教育
需要公众认同和支持，对工读学生的教育要结合时代和个体特点，只有正确认识、理解他们，才能更好
的关心和帮助他们，使他们抛却心理负担，积极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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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and Order: Ｒeflection On the Education of Gongdu Students

CHEN Chen
( China Youth ＆ Children Ｒesearch Center，Beijing 100089)

Abstract: Using the census data of“China Gongdu education ( 2007) ”and case investigation of part of
the Gongdu schools in 2012，this paper analyses the field of Gongdu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
g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instream social constructs the school’s social status，which lay it in the ex-
clusion location in the city space． Gongdu school’s education order is represented by learning and living
space as well as the outcome of the negotiation of“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which constitutes a new order
making students’possible self-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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